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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条件下全氟化合物对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及管控策略

杜　 荻１，３，４，吕永龙１，２，∗，陈春赐１，４，曹天正３，４，５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３６１１０２

３ 中国科学院中丹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４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５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海岸带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食物、水等丰富的物质以及文化、休闲等生态系统服务。 但由于全氟化合物等污染物的排

放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海岸带地区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枯竭、极端气候灾害加剧。 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海岸带水质下降、近海生

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群落结构变化，海岸带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全氟化合物在自然环境中难以降解，会沿食物链在

生物体内累积和放大进而对人类健康造成风险。 随着氟化工产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新型全氟化合物的不断更替以及气候变

化的加剧，全氟化合物对海岸带生态的影响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为了更好地服务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仍需

要加快完善立法保障，在全国范围内对全氟化合物进行监测；将海洋与陆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陆地影响和海岸带管控，严

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

关键词：海岸带生态系统；全氟化合物；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管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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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相互作用的地带，包括到 ２００ ｍ 深处的大陆架、潮间带和潮下带区域以及距海岸线

１００ ｋｍ 以内的邻近土地［１］。 作为海陆交互作用的关键地区，海岸带形成了包括河口、盐沼、滩涂、红树林、珊
瑚礁、海草床等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２］，既可为人类提供食物、水源、能源以及生产和生活空间等，还可为人

类提供文化、娱乐、休闲等生态系统服务，也是重要的运输和贸易基础设施的空间载体，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

和社会意义［３—４］。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海岸带地区密集的人口以及频繁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使
得海岸带生态系统极其敏感，容易受到自然和人为变化的影响，其中污染物的排放和气候变化对近海生物群

落结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都有显著影响。

１　 全氟化合物的分布情况及其对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多的有机物被人类研发，进而运用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 随之产生了大量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通过河流汇入、污水处理厂排放和大气沉降等多种方式汇集到海岸

带。 全氟化合物（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ｋｙ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ＰＦＡＳｓ）是一种能在自然界高度残留且具有生物毒性与累积性的典

型的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具有疏水疏油、高表面活性、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消费

品领域，涵盖电镀、纺织、皮革、造纸、化妆品、泡沫灭火剂、厨具、农药、食品包装材料和洗涤等多个行业［５］。
ＰＦＡＳｓ 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使得该类物质在世界各地的环境介质、动植物和人体中都有检出［６—８］。 与传统的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相比，ＰＦＡＳｓ 具有更低的挥发性和更高的水溶性，因此主要聚集在水体中。 海水中 ＰＦＡＳｓ 浓

度升高，一方面可以沿食物链生物累积和放大进入人体进而影响人类健康，另一方面会威胁海岸带生态系统

的可持续发展［９—１１］。
１．１　 海岸带地区全氟化合物的分布情况

海洋是有机污染物重要的贮存库。 洋流传输在全氟化合物的全球传输中有突出贡献，因此研究全氟化合

物在海洋中的分布及归趋至关重要。 目前，ＰＦＡＳｓ 在全球不同水体中普遍分布（图 １）。 其中，在北美、亚洲和

欧洲的海岸带水样中均有检出。 在人口密集、工业化发达的海岸带国家或地区，如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国

家的沿海地区浓度较高。 在不同时间段，ＰＦＡＳｓ 的分布情况有所不同（图 １）。 北欧的入海河流和开放海域的

水体浓度普遍较低，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２０１０ 年前后文献报道的水体中 ＰＦＡＳｓ 浓度存在显著性差异（Ｐ ＝ ０．
０４），２０１０ 年以后 ＰＦＡＳｓ 的浓度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可能是较多使用含氟产品造成的生活源排放。 由

于海水的稀释作用和沉积物的沉降作用，与沿海海域相比，开放海域水体中 ＰＦＡＳｓ 的浓度水平通常较低。
１９４７ 年，美国 ３Ｍ 公司成功研制出全氟辛烷磺酸 （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ＰＦＯＳ）和全氟辛烷磺酰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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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和世界部分地区的入海河流、海岸带和海水水体中全氟化合物的浓度范围

Ｆｉｇ．１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ｋｙ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ＰＦＡ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ｓ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ｐｈ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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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ｙｌ 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ＰＯＳＦ），并开始大量生产和销售。 据估算 １９７０—２００２ 年，全球仅 ＰＯＳＦ 的生

产量就高达 ９６０００ ｔ［１２］。 因此，美国水体中 ＰＦＡＳｓ 浓度在早期就很高，如 ２００６ 年霍河的 ＰＦＡＳｓ 平均浓度高达

６２６．２ ｎｇ ／ Ｌ ［１３］。 由于大规模的 ＰＦＡＳｓ 的生产，其对环境和生物健康的影响日益严重。 大量针对 ＰＦＡＳｓ 暴露

风险的科学研究于 ２０ 世纪初逐步展开，科学家发现 ＰＦＡＳｓ 会导致人体患癌风险增加、免疫效应降低以及神

经系统发育迟缓［１４］。 ２０００ 年 ３Ｍ 公司宣布停止生产 ＰＦＯＳ，美国水体中 ＰＦＡＳｓ 的浓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下

降。 与之相似的日本 ＤａｉＫｉｎ 公司也曾是全球主要的 ＰＦＡＳｓ 生产商，日本的 ＰＦＡＳｓ 浓度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也处于

非常高的水平，东京港 ＰＦＡＳｓ 的最高浓度甚至达到 ６０２４．９ ｎｇ ／ Ｌ ［１５］。 随着《斯德哥尔摩公约》对缔约国生产

和使用 ＰＦＡＳｓ 规定的日趋严格，ＰＦＡＳｓ 生产商从管控较严的发达国家向我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虽然我国

作为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国，自 ２０１４ 年起全面履行削减和管控 ＰＦＯＳ 的义务，但 ＰＦＡＳｓ 种类繁多、替代品

研发速度快、商业需求量巨大，导致仍有大量的 ＰＦＡＳｓ 在我国生产和使用。 因此，近些年来我国的全氟化合

物浓度仍未明显下降，且在部分地区形成了聚集性产业。 例如，山东小清河流域附近由于大型氟化工厂的持

续生产，导致水体中全氟化合物浓度一直居高不下。
１．２　 全氟化合物对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影响

由于海岸带地区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大量含有新型有机污染物的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排入海岸带，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 ５０％的盐沼、３５％的红树林、３０％的珊瑚礁、２９％的海草床和 ８９％的牡蛎礁已经消失

或退化［１６］。 在中国，陆源工业、农业、采矿业、滩涂池塘养殖等类活动导致了近海新型有机污染物污染加剧、
富营养化、海水酸化和珊瑚礁退化等问题，从而改变了海水质量、海洋生物群落结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并最终影响了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健康［１７］。 海洋是 ＰＦＡＳｓ 全球传输的重要媒介，可溶于水的 ＰＦＡＳｓ
通过洋流和海洋气溶胶在全球大范围流动甚至向偏远地区迁移［１８—１９］，富集在生物体内的 ＰＦＡＳｓ 通过生物迁

徙或者随食物链传输，可能导致 ＰＦＡＳｓ 对全球海岸带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２００１ 年，ＰＦＯＳ 首次在远离城市和

工厂的极地的鱼类、海洋哺乳动物和鸟类中发现，这意味着 ＰＦＯＳ 可以在食物网中发生生物积累［６］。 相关研

究表明，ＰＦＡＳｓ 在钦州湾水生生物中普遍存在，ＰＦＯＳ 和全氟辛酸（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ＰＦＯＡ）等长链全氟化

合物的生物累积因子在所有的水生生物中几乎都大于 ５０００，说明长链全氟化合物在海岸带水生环境中具有

一定生物累积作用，通过食物链传递在高营养级水生生物体内放大［１１］。 虽然短链全氟化合物的生物富集因

子较低，没有明显的生物富集现象，但是因为短链全氟化合物传输距离更远、传播速度更快，其对海岸带生态

系统的影响仍不可忽略。 海洋环境中高浓度的 ＰＦＡＳｓ 不仅会对当前的生物产生危害，还会对它们的子代产

生影响，胚胎发育毒性实验结果表明，ＰＦＯＡ 可导致动物早期流产、生长发育迟缓和青春期发育异常［２０］，对整

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产生影响。
ＰＦＡＳｓ 对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影响要综合考虑其对水生生态系统各食物链营养级中生物的毒性特征。 对

水生植物的影响主要通过毒性实验来判断不同时间节点的细胞密度、叶绿素 ａ 水平、生长状况等［２１］。 对水生

动物的影响主要考查不同时间节点的水生动物的成体存活率、生长状况、群落结构和死亡率等［２２］。 ＰＦＡＳｓ 为

亲蛋白的化合物，对高等动物影响较大，主要富集在血液、肝脏、肌肉和脾脏等器官，以血液和肝脏中的浓度为

最高。 水生动物中，鱼类对 ＰＦＡＳｓ 的敏感性高于无脊椎动物。 饮食暴露被认为是人体暴露于 ＰＦＡＳｓ 的主要

途径，而鱼类和海产品通常被认为是 ＰＦＡＳｓ 主要的食物来源。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等［２３］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美国人群健

康和营养调查中发现，经常食用鱼类的人群血清中 ＰＦＡＳｓ 浓度较高。 动物毒理实验表明 ＰＦＡＳｓ 具有神经毒

性、生殖毒性和免疫毒性，暴露于一定剂量的 ＰＦＡＳｓ 会对人体健康带来潜在风险［２４］。

２　 气候变化加剧 ＰＦＡＳｓ 在海岸带传输风险

海岸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及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决定了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对气候变化具有高敏感

性［２５—２６］。 气候变化可以通过改变区域海水温度、酸度和盐度等指标，全球洋流模式，台风等极端灾害事件的

频率和强度，营养物质、沉积物和污染物的输送，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以及珊瑚林、红树林、盐滩等沿海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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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来影响全球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２７— ２８］。
２．１　 海岸带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海洋不仅是污染物的汇，也是全球气候变暖产生的额外热能主要的汇，海洋可以吸收 ９０％以上人类活动

产生的过剩热量［２９］。 Ｋａｒｌ 等［３０］通过研究发现，从 １９５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海洋表面温度以每 １０ 年增加 ０．１１４℃的

趋势在升高。 且通过 ＣＭＩＰ５ 模型预测到 ２１ 世纪末，中国沿海水温将上升 ３℃左右，成为全球海洋升温最显著

的地区之一［３１］。 由于世界各地海水升温的程度不同，热量的不均匀分布会对洋流及当地的生态系统产生干

扰，加剧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等极端现象的发生。 １９９０ 年之后，中部型厄尔尼诺趋于频发［３２］。 此外，全球

气候变暖引起的海水热膨胀和约占地球表面积 １０％的陆地冰川冰盖融化产生淡水流入海洋，对海平面的上

升均有重要贡献。 《２０２０ 年中国海平面公报》显示，１９９３ 年—２０２０ 年中国海平面以每年 ３．９ ｍｍ 的速度上

升［３３］，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３．３ ｍｍ ／ ａ） ［２９］。 假设到 ２０４０ 年全球气温上升 ２℃，全球超过 ９０％的沿海地区

海平面将抬升 ０．２ ｍ 以上，而在北美和挪威的大西洋沿岸，海平面将预计上升 ０．４ ｍ。 如果全球气温持续升高

２℃，到 ２１００ 年，海平面将快速抬升 ０．９ ｍ［３４］。 海平面的上升进而加剧了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和河口区域咸潮

入侵等现象的出现［３５］。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约有 ２２％的海岸线沿内陆方向后退，陆地面积减少了 ２２４ ｋｍ２，
其中黄河三角洲海岸线后退最为显著［３６—３８］。 风暴潮基础水位的抬升也与海平面的上升息息相关，遇到强降

水或天文潮等恶劣天气时，非常容易导致沿海地区严重的洪涝灾害，如美洲、西欧和南亚等地区曾多次遭受风

暴所引发的洪涝灾害，城市洪涝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往往比直接损失更加巨大［３９—４１］。 海平面上升叠加风暴潮

不仅加剧了沿海地区洪涝灾害、海岸侵蚀和咸潮入侵，还不断损害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境，导
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生物入侵现象加剧，生态系统的结构和服务功能受到影响。 全球海岸带生态系统的退化

影响了至少三个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渔业生产能力下降了 ３３％，牡蛎礁、海草床和湿地等育苗栖息地下降

了 ６９％，悬浮动植物、沉水植物和湿地提供的过滤和解毒服务下降了 ６３％ ［４２—４３］。
２．２　 气候变化加速全氟化合物在海岸带的传输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沿海地区大规模的人类聚集和工业活动极大地增加了营养盐和有机污染物向海洋

的输送，导致这些物质在海岸带不断累积。 此外，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了海水富营养化、缺氧区扩大和污染物

富集。 Ｌｕ 等［４４］在探讨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渤海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的直接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时

发现，虽然污染物本身对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生态风险有所下降，但是污染物和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则加剧了

海岸带生态系统的风险。 因此，为了更好地预测和管理潜在的生态风险，要更多考虑污染物和气候变化的交

互作用，以弥补单纯控制污染物排放的局限性。 气候变化对有机污染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迁移机制的改

变，如通过热力学平衡作用改变有机物的溶解性进而改变其迁移行为［４５］；改变水、土、沉积物等介质的理化性

质，进而改变有机物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迁移扩散速率；改变环境中的能量平衡从而改变有机物的稀释和降

解能力。 全球气候变暖是影响全氟化合物在海岸带与海洋传输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４６］。 由于气候变暖，
原本吸附在极地冰川中的 ＰＦＡＳｓ 会由于融化重新释放到海水中，成为新的 ＰＦＡＳｓ 来源［４７］。 大多数水生生物

是变温动物，由于水温的改变，ＰＦＡＳｓ 前体物质在生物体内的代谢也可能会发生改变，从而改变 ＰＦＡＳｓ 在生

物体内的富集特性。 某些 ＰＦＡＳｓ 的前体物质在生物体内酶的催化作用下可能转变为 ＰＦＡＳｓ，因此，温度和底

物（污染物）浓度等酶促反应的影响因子均会对 ＰＦＡＳｓ 的生物富集产生影响。 气候变化还可能改变洋流模

式，加速 ＰＦＡＳｓ 随着水流和生物迁移进而在海岸带进行传输，甚至存在暴露于 ＰＦＡＳｓ 污染区域的生物扩展捕

食范围，从而向其它地区输入 ＰＦＡＳｓ 污染。 例如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海鸟的取食范围扩大、食物结构

改变；候鸟的栖息地减少或改变，从而导致其迁徙路径出现显著变化；留鸟的食物结构、食物需求量及其生活

习性改变，均会对有机污染物的再分配产生显著影响［４８］。 气候变化引起的降水和径流增加可能会给沿海地

区带来更多的 ＰＦＡＳｓ 输入，从而改变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通过对各大洋深海水柱的采样分析发现，全球

海水的温跃层循环是影响 ＰＦＡＳｓ 向深海纵向迁移的关键因素［１９， ４９］。 与此同时，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对

ＰＦＡＳｓ 的迁移也会产生影响。 如飓风形成时的瞬间低气压会使来自水、土、沉积物和植物中的 ＰＦＡＳｓ 挥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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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气中，进而随着飓风迁移扩散到很远的距离，因此，极端气候事件对有机污染物的环境行为的影响同样具

有重要的意义［５０］。 Ｓｕ 等［５１］ 曾用 ＢＥＴＲ⁃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模型评估了未来气候变化和排放强度对环渤海地区

ＰＦＯＳ 的浓度和迁移归趋行为的效应，发现在最严重的排放情景下，气候变化对 ＰＦＯＳ 的迁移转化有显著的影

响，未来海水中 ＰＦＯＳ 的浓度呈上升趋势，将会对海洋生物和海岸带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且气候变化对

ＰＦＯＳ 的入海通量有很大影响，预计未来渤海 ＰＦＯＳ 的来源量多于清除量，进一步说明了未来沿海水域 ＰＦＯＳ
的浓度将持续增加。

３　 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风险管控政策

据估算，全球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的 ６０％以上来自海岸带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５２—５３］，对保持海岸带的

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大量的事实已经证实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全球海岸带普遍存在，且对海岸

带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风险。 海岸带化学污染是中国海岸带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危及海岸带环

境质量和海产品安全。 陆源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相互作用，加剧了污染物在海岸带的输移。 因此，综合

统筹陆地影响和海岸带管控，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构建海岸带综合管理机制，以推进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管理。
３．１　 加强全氟化合物监测网络建设，完善生态保护法治保障

我国是《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国，然而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第九次缔约方大会

批准的“关于列入全氟辛酸、其盐类及其相关化合物的附件 Ａ 修正案”和“关于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和全氟

辛基磺酰氟的附件 Ｂ 修正案”仍未对我国生效。 尽管近年来我国关于全氟化合物的研究已经跻身世界一流，
但是全国范围内的监测和排放管控尚未规范化，目前仅有江苏省在 ２０２１ 年出台了首个全氟化合物地方监测

标准。

图 ２　 氟化工厂数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回归分析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ｌｕｏｒ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 ＰＦＡＳｓ 最大生产国，占全球总产量的 ５０％以上。 据天眼查数据，截止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我
国大陆地区共有氟化工相关企业 ７０１３ 家，氟化工厂数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均为正相关关系，回归

模型的置信度达到了 ９５％（图 ２）。 这与氟化工产业是基础工业材料有关，说明了氟化工产业对区域工业发展

和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我国，６９％的氟化工企业分布在沿海 １１ 个省份，尤其以长江三角

洲和环渤海地区为主（图 ３）。 沿海省份的氟化工企业数量多，分布广泛，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应

认识到氟化工产业对经济发展起到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它潜在的生态环境威胁，及时将 ＰＦＡＳｓ
排放纳入环境监测中。 同时，ＰＦＡＳｓ 进入到环境介质中并非只发生在氟化工厂里，而是在全氟制品生产、运
输、使用和更替的各个环节。 以目前 ＰＦＡＳｓ 的普及程度，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认为既是 ＰＦＡＳｓ 的受益者，又
是 ＰＦＡＳｓ 风险的潜在承受者。 我国沿海岸线 １１ 个省份承载着全国近一半的总人口，对沿海环境中的 ＰＦ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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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进行监测更显得尤为重要。

图 ３　 中国大陆地区各省氟化工产业分布情况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ｏｒ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全氟化合物在自然环境中既容易发生长距离迁移又可以长期积累，其危害的形成往往具有隐蔽性和跨区

域性，且风险一旦形成难以彻底治理。 因此在 ＰＦＡＳｓ 的管控上必须采用预防性原则，从源头进行控制。 鉴于

ＰＦＡＳｓ 的生产、使用、排放特性，对其严格管控需要多个部门的联合行动。 环境主管部门是环境执法的行政主

体，但参与主体应是全面的，包括发改、经贸、财政、科研团体等，由此进行权力横向分配可以避免多方面问题

（图 ４）。 第一，大量的工业生产依赖于 ＰＦＡＳｓ 或其衍生品，多方面的评价和权衡能够保障企业顺利完成转型

和产业升级。 第二，ＰＦＡＳｓ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是仍待解决的难题，各机构间充足的信息交流便

于对全国范围进行动态的评价。 第三，多个横向部门的参与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监管过程中潜在的随意性，
避免部门政策或地方性非规范法律文件替代关于 ＰＦＡＳｓ 的上位法，形成法律虚置的状况。 除此之外，也便于

属地政府与生态环境部下属的地方机构充分沟通，依据地域特征、区域行业属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污染物防治

方案。
３．２　 加强全氟化合物管控机制建设，严控沿海岸带产业布局

目前，我国沿海岸带地区资源与能源消耗型产业结构特点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海岸带地区的产业结构

多为“偏重型、偏地型、偏污型”产业，第三产业占比较少［５４］。 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加剧了海岸带地区可持

续发展的压力。 因此，海岸带区域发展要加强整体科学规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注重海陆产业协同发展，遵
循海陆经济间的内在规律，推动产业在空间有序布局；合理规划海岸带尤其是港口地区的产业空间布局，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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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管控的权责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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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产业间技术和投入产业的联系，推动关联产业聚集发展。
陆基经济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是造成海岸带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目前以总量控制和逐级分解排污指标

的治理方法不能从根本上遏制陆源企业对海岸带环境的污染。 现阶段我国对 ＰＦＡＳｓ 的管控仍缺乏系统规

范，以命令型政策为主，缺乏诸如鼓励企业生产替代品或鼓励消费者购买不含全氟化合物的产品等激励型政

策。 海岸带地区相关部门可以探索建立海岸带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采取灵活的市场调节机

制。 同时，全氟化合物的管控应从点源与面源双视角管控污染严重的重点流域，如围绕小清河、大凌河流域的

点源管控及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渤海湾的面源管控。 重点研究污染物在海水、沉积物和海洋生物中的停留

时间、扩散范围以及迁移转化机制，系统查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理毒性，以及与其它各类污染物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综合生态毒性，以便对海岸带地区进行综合管理，构建海岸带生态保护机制。 除此之外，综合应用多

种生态修复方法，加强对污染区域的修复可以避免破窗效应落入持续性恶化，也是提升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

水平的重要手段。 采用底栖动物多毛类生物、植物与微生物的吸附、富集与转化作用可以净化污染水体，且成

本较低、二次污染易于控制。 如凤眼莲、大薸、水蕹菜均为适度耐氟性植物，对氟污染均有较好的净化效

果［５５—５６］。 多毛类生物通过自身代谢对污染物进行吸收利用和转化，进而将污染物分解。
３．３　 加强陆海统筹的生态保护，提高海岸带系统的恢复力

陆基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具有重大影响，如何管理对海岸带生态系统产生有害影响的陆上活动，是沿海

地区面临的一项特殊挑战，而且随着海水酸化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影响的强化，甚至还可能会变得更具挑战性。
目前对陆基活动导致的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影响关注度有限，现行的条块分割治理策略阻碍了采取统一行动来

减轻陆地活动对海岸带的影响［５７］，因此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治理框架显得尤为重要。 战略上加强“陆海统

筹”，呼吁将海洋与陆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连贯的治理体系，重点关注多种陆基活动与海岸带生态系统

之间的联系路径。 以科学的视野探究全球海岸带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和社会环境影响，优先研究包括工业排

放和农业径流在内的陆源污染物循环机制。 政策上制定区域监管框架，从法律上规定陆基活动有义务考虑其

对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影响。 多举并施严格控制围海填海规模、养分输入、各类污染物排海和过度捕捞，降低近

岸海域富营养化，提高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健康。 农业、港口码头和水产养殖是对海岸带资源影响最大的陆基

活动，因此应该优先对其采取管控治理，确保以最快的速度为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带来最大惠益。 以基于生态

系统的综合管理作为海岸带管控的指导原则，合理划分功能区，按照海岸带环境承载力限制陆源人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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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５７］，坚持陆地与海洋自然资本保护统一的原则，利用经过改进的现有区域管理工具来应对陆源活动对海岸

带的影响，监测和评估陆基活动对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影响应重点关注影响路径，提升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

功能，确保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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